
天地、先祖、君师: 《荀子》“礼有三本”思想新论

———兼谈“天地君亲师”问题

翟奎凤

【摘要】荀子提出“礼有三本”: “天地者，生之本也; 先祖者，类之本也; 君师者，治之本也。”天地是万
物之父母，其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化万物; 祖先是族类的生命来源; 君师是社会治理的维系主导者。荀子及
《礼记》的相关论述实际上突出了 “君”的核心性，君兼有父、师的特性，既是父也是师。东汉后期的
《太平经》开始有“天地君父师”的说法，“君”位于中间。大概在宋代“天地君亲师”五字连用，明代
中期以后，“五大”成为人们祭拜的对象，五字牌位立在中堂，在民间流传深广。明清时期的一些儒者指
出，百姓祭拜天地君亲师很荒唐，不合儒家礼制; “五大”是人们敬重、感恩的对象，普通人无权祭拜天
地，活着的君亲师也不应在中堂被供奉祭拜。康有为认为，古代君主专制社会天子垄断了祭天权，而人人
可以祭天体现了社会的进步。“五大”在古代，“君”是核心，后来“师”的地位越来越凸显; 扬弃“天
地君亲师”观念，今天应以“师”为核心; 同时，以“国”替换“君”，推动传统“五大”观念转化创
新，近代“天地国亲师”的说法仍有其积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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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以来，我们看儒家论人的存在维度，多局限于狭隘的人伦社会关系，如常说的 “君臣、父
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”五伦，其中 “父子、夫妇、兄弟”是家庭关系， “君臣”是政治上下级关
系，“朋友”是一般性社会关系。实际上，儒家论人的存在维度是立体、多元的。与五伦相比，“天
地君亲师”常被称为“五大”。明代中后期之后，“五大”的影响越来越大，与五伦一起成为儒家社
会文化的重要标志性特征。“五大”的最早形态是 “三大”即 “父师君”。《国语·晋语》载公元前
709 年，曲沃武公伐翼，杀哀侯，欲胁栾成从己。栾成拒绝武公并说: “成闻之: ‘民生于三，事之如
一。’父生之，师教之，君食之。非父不生，非食不长，非教不知生之族也，故一事之。唯其所在，
则致死焉。报生以死，报赐以力，人之道也。”父母是生命的给予者，教师是文明的传授者，君王是
生活的保障者。这里强调了“父生”“师教”“君食”的恩情重于泰山，只有以死来报答; 如果因为
一些利害关系而背叛父、师、君，那就不是人。这里的顺序是父 －师 －君，“君”排在最后。《礼记
·檀弓上》说: “事亲有隐而无犯，左右就养无方，服勤至死，致丧三年。事君有犯而无隐，左右就
养有方，服勤至死，方丧三年。事师无犯无隐，左右就养无方，服勤至死，心丧三年。”这里也是把
“亲”“君”“师”并提，“君”在第二位，与 《晋语》相比都是把 “父、亲”置于最前。东汉 《白
虎通德论》说: “天有三光，日、月、星; 地有三形，高、下、平; 人有三尊，君、父、师。”这是
把“君”放在最前面。此“君父师”后来更通行地表述为 “君亲师”，影响很大。 “君亲师”为三
尊，需要人们无限敬重、感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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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礼记·礼运》说: “天生时而地生财，人其父生而师教之: 四者，君以正用之。”这句话也见于
《孔子家语·礼运》。这里在父、师、君之外，提出天与地，并且突显了君的权威性，君可以统摄天
地、亲师。《荀子·礼论》说: “礼有三本: 天地者，生之本也; 先祖者，类之本也; 君师者，治之
本也。无天地，恶生? 无先祖，恶出? 无君师，恶治? 三者偏亡，焉无安人。故礼，上事天，下事
地，尊先祖，而隆君师。是礼之三本也。”这段话在《大戴礼记·礼三本》《史记·礼书》也有出现，
只有个别字句的出入。这种表述把“天地”“先祖”“君师”看作礼的三个根本纲领，而且把君师看
得很重要。五伦的人伦关系，没有“师”的位置，也没有天地维度。与此相比，“礼有三本”一定意
义上可以说是“人有三本”，突出了“天地”和“师”的重要性，“天地”有神圣性、超越性，“师”
代表着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。这样，“三本”所确立的人的存在维度就是立体的，是十字打开的。荀
子“礼有三本”的论述，表明儒家礼的精神贯通天、地、人，联通宗教、政治、人伦。
多数学者认为，明清时期流行的“天地君亲师”观念源自 《荀子·礼论》“礼有三本”的思想。

钱穆说: “天地君亲师五字，始见荀子书中。此下两千年，五字深入人心，常挂口头。其在中国文化
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，自可想象。”① 目前，关于荀子 “礼之三本”具体内涵的阐释还不够
深入，对明中期以后“天地君亲师”观念流行的复杂情况，需要进一步深层次学理辨析。同时，我
们需要对传统“天地君亲师”观念进行反思，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阐释，以与今天的时代精神相
适应。

一、天地、先祖: 生之本与类之本

“天地者，生之本”，《大戴礼记》作 “性之本”，清代汪照说 “生性古义通”②，“性”即 “生”
的意思。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天地是万物生命的本源，或者说开天辟地、天地交通，万物才产生。《易
传·系辞》说“生生之谓易”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生化万物、生生不息是天地最大的德性。《易传
·序卦传》说“有天地，然后万物生焉”，万物都是由天地交合而产生的，这实际上是把天地看成一
种大父母。以天为父、以地为母的说法，大概流行于战国时期。尽管早在 《尚书·周书·泰誓上》
就说“惟天地万物父母，惟人万物之灵”。但这篇文献是伪古文，是后起的。与之相近的表述是 《庄
子·外篇·达生》所说的“天地者，万物之父母也”。《荀子·礼论》说 “天地合而万物生，阴阳接
而变化起，性伪合而天下治”，这是强调天地交合产生万物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说: “天地合而后万物
兴焉。夫婚礼，万世之始也。”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说 “天地合和，生之大经也”， “天地合”即
“天地合气”。《黄帝内经·至真要大论》说: “本乎天者，天之气也，本乎地者，地之气也，天地合
气，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。”《论衡·自然》说: “天地合气，万物自生，犹夫妇合气，子自生矣。”
天地合气，生化万物，就像夫妇交合生孩子，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观念。
《礼记·礼运》说: “天生时而地生财，人其父生而师教之: 四者，君以正用之。”如果结合这句
话来理解，那么“天地，生之本”似乎也可以指天时、地财对人的重要性。《荀子·天论》说: “天
有其时，地有其财，人有其治，夫是之谓能参。”这里以天时、地财、人治为人之生存不可或缺的三
个重要方面。《礼记·礼器》说: “礼也者，合于天时，设于地财，顺于鬼神，合于人心，理万物者
也。”“天时”应该主要是指寒暑风雨、四时节气等，“地财”主要是指土地上可以为人所用的资源。
当然，“天时”与“地财”也是密不可分的，没有寒暑风雨日照，地财也谈不上，《管子·牧民》就
说“不务天时，则财不生; 不务地利，则仓廪不盈”。
如果说天地是万物生命的本源，那么先祖则是人类的本源，因此说 “先祖者，类之本也”。《礼

记·郊特牲》说: “万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，此所以配上帝也。郊之祭也，大报本反始也。”类似的，
《孔子家语·郊问》载孔子曰: “万物本于天，人本乎祖。郊之祭也，大报本反始也，故以配上帝。

931

①

②

钱穆: 《晚学盲言》上册，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0 年，第 393 页。
方向东: 《大戴礼记汇校集解》上册卷 1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08 年，第 9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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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垂象，圣人则之，郊所以明天道也。”显然，“万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”与 “天地者生之本” “先
祖者类之本”的意义结构是对应的。 “本乎天”可以说即是 “本乎天地”，广义上的天包括着地，
“天地”也可省称为“天”，说“天地”重点还是在“天”。“万物本乎天”，人作为万物之一，自然
也是“本乎天”的，《春秋繁露》就说“天地者，万物之本，先祖之所出也。广大无极，其德昭明，
历年众多，永永无疆” ( 《观德》) ，又说“为生不能为人，为人者天也。人之人本于天，天亦人之曾
祖父也” ( 《为人者天》) 。在古代，祭天有无上的神圣性，高于祭祖。《春秋繁露·郊祭》说: “《春
秋》之义，国有大丧者，止宗庙之祭，而不止郊祭，不敢以父母之丧，废事天地之礼也。父母之丧，
至哀痛悲苦也，尚不敢废郊也，孰足以废郊者?”① 古代帝王把每年祭祀天地作为国家重大神圣活动。
《春秋繁露·顺命》说 “父者，子之天也; 天者，父之天也。无天而生，未之有也。天者万物之祖，
万物非天不生。独阴不生，独阳不生，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。”“万物之祖”可以说就是 “生之本”，
“阴阳”相当于父母、先祖，天地是大父母。
天地在整个礼的体系中有着本源性、纲领性作用。礼本源于天地、效法天地、以天地之道为纲。

对此，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说: “古之制礼也，经之以天地，纪之以日月，参之以三光，政教之本
也。”《礼记·丧服四制》说: “凡礼之大体，体天地，法四时，则阴阳，顺人情，故谓之礼。訾之
者，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。”《韩诗外传》卷 5 说: “礼者，则天地之体，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。”
《春秋繁露·奉本》说: “礼者，继天地，体阴阳，而慎主客，序尊卑、贵贱、大小之位，而差外内、
远近、新故之级者也，以德多为象。”这些都可谓是以天地为礼之本体的不同表述，一方面礼本源于
天地，另一方面对天地的祭祀又是礼最重要的部分，或者说礼的重要功能就是事天地之神。《礼记·
哀公问》载孔子曰: “民之所由生，礼为大。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。”《荀子·礼论》说: “礼，
上事天，下事地，尊先祖而隆君师。”天地、先祖在排序上要先于君师，有着更重要的本源性、基础
性意义。荀子还说: “故王者天太祖，诸侯不敢坏，大夫士有常宗，所以别贵始; 贵始，得之本也。”
“天太祖”即以太祖配天，“得之本”即“德之本”，强调崇敬天、祖是德之基。
在古代，礼制等级森严。《荀子·礼论》说: “郊止乎天子，而社止于诸侯，道及士大夫，所以

别尊者事尊，卑者事卑，宜大者巨，宜小者小也。”只有天子才有权利祭祀上天。 《礼记·曲礼下》
说: “天子祭天地，祭四方，祭山川，祭五祀，岁遍。诸侯方祀，祭山川，祭五祀，岁遍。大夫祭五
祀，岁遍。士祭其先。”天子祭天地，诸侯、大夫依次递减，而士人只能祭其先祖，而且士人与天子
祭祀祖先上也有区别，天子可以祭祀七世祖先，随着爵位的递减可祭的祖先也缩小。《荀子·礼论》
说: “故有天下者事七世，有一国者事五世，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，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，持手而食
者不得立宗庙。”“持手而食”即庶人，老百姓没有权利立宗庙。《孔子家语·庙制》也说 “天子立
七庙”“诸侯立五庙”“大夫立三庙”“士立一庙”，而 “庶人无庙，四时祭于寝”，庶人只能在家里
祭祖，不得单独立庙。可见，在祭天地、祭先祖问题上有着鲜明的政治等级制。
近代康有为对“天地者，生之本也; 先祖者，类之本也”多有讨论，他说:
郊社祭天地，报生之本也; 禘尝祭祖宗及所自出，报类之本也。故祭莫大于郊社禘尝……众生同

生于天，则万物一体，昆虫草木皆同气也; 众民同出一祖，则万民同胞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……故凡
人有大族谱焉，凡天所生万物是也; 有中族谱焉，凡同黄帝祖所出之人类是也; 有小族谱焉，今之族

姓是也。孟子曰: 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亲亲者，小族谱也，仁之始也; 仁民，中族谱也，
仁之中也; 爱物者，大族谱也，仁之至也。②

康有为这里“大族谱”“中族谱”“小族谱”之说颇有意思，对 “生之本”“类之本”的说明生
动形象。同时，在他看来，“天地者，生之本”是仁的根源，“先祖者，类之本”是孝的根源。他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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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董仲舒此说也是发挥《礼记》相关论述，如《郊特牲》说: “祭之日，王皮弁以听祭报，示民严上也。丧者不哭，不敢凶服，汜
扫反道，乡为田烛。”
康有为: 《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》，姜义华、张荣华编校: 《康有为全集》第 6 集，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 143
页，标点有改动。以下相关文献均出自此版本，不再详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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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然天地者，生之本; 父母者，类之本。自生之本言之，则乾父坤母，众生同胞，故孔子以仁体之;
自类之本言之，则父母生养，兄弟同气，故孔子以孝弟事之。”① 他认为，仁孝统一是孔子之教的重
要特征。

二、君师者，治之本

从早期来看，最高统治者往往身兼教化功能，也就是说，君与师是合一的。《尚书·商书·泰誓
上》说: “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其克相上帝，宠绥四方。”这段话在 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
引作“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。惟曰其助上帝，宠之四方”。政教合一，最高统治者同时即是最
高的老师。应该说，荀子总体上也表现出较强的君师合一的思想主张，甚至是君亲师合一; 对广大民
众来说，帝王是父母，也是老师。《荀子·礼论》中多段论及三年之丧的问题，并认为 “君之丧”也
应该三年，甚至应比三年父母之丧有过之而无不及:

君之丧，所以取三年，何也? 曰: 君者治辨之主也，文理之原也，情貌之尽也，相率而致隆之，

不亦可乎? 《诗》曰: “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彼君子者，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。父能生之，不能养
之; 母能食之，不能教诲之; 君者，已能食之矣，又善教诲之者也。三年毕矣哉! ……以三年事之，
犹未足也，直无由进之耳。
君王既是衣食父母，又在精神文化上教化大众，因此，荀子这里把君主看得比父母还重要，君既

是父母，也是师，这样君亲师就是一体的。《荀子·致士》说: “君者，国之隆也; 父者，家之隆也。
隆一而治，二而乱: 自古及今，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。”“国之隆”比 “家之隆”更为重要，君
主大于生父。这实际上就讲到忠孝问题，忠与孝有统一性，也有紧张性的时候。大部分情况下，忠与
孝是统一的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忠臣必孝子，对父母不孝的人很难是真正意义上的忠臣。同时，忠
君，积极从事社会公共事务，建功立业，实现自身价值，也是扬名父母、孝养父母的重要途径。当
然，有时忠孝不能两全，儒家也是选择舍小家、顾大家，但绝不会为了某种不正当、非正常或者被异
化了的“忠君”，而抹杀、背叛孝亲之情。在儒家看来，孝亲之情是正常人格建立的基础，是为人之
本。因此，荀子过于夸大隆君师、强调隆君师的权威性，虽有其一定合理性，但也有其流于刻薄寡恩
之法家的危险性，从而游离儒家人之为人的基础。②

荀子认为: “天之生民，非为君也; 天之立君，以为民也。故古者，列地建国，非以贵诸侯而
已; 列官职，差爵禄，非以尊大夫而已。” ( 《大略》) 就此而言，荀子也可以说有民本思想的因素。在
荀子看来，“君”的基本功能就是“能群”。他说: “能群也。能群也者，何也? 曰: 善生养人者也，
善班治人者也，善显设人者也，善藩饰人者也。善生养人者人亲之，善班治人者人安之，善显设人者
人乐之，善藩饰人者人荣之。四统者俱，而天下归之，夫是之谓能群。” ( 《君道》) 如果说 “君”的
功能主要是社会管理、政治治理，让社会安定有序、人民丰衣足食，那么 “师”的主要功能应该说
就是人文化成、道德教化。荀子非常重视礼，说“礼者所以正身也”，而“师者所以正礼也”，“无礼
何以正身? 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”，师是礼的规范者，这样的 “师”就是 “圣人”，“情安礼，知
若师，则是圣人也” ( 《修身》) 。
荀子往往“师法”连用，如说 “不是师法，而好自用，譬之是犹以盲辨色，以聋辨声也，舍乱

妄无为也” ( 《修身》) 。荀子对师法的重视也是以人性恶为前提的，如说 “人之生固小人，无师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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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康有为: 《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》，《康有为全集》笫 6 集，第 380 页。
以色列汉学家尤锐 ( Yuri Pines) 认为，荀子的这种观点是“对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‘主流儒家’传统的偏离”; 《论语》和《孟
子》都将家庭关系摆在政治责任之上; 在郭店出土的文献，比如《六德》则表达得更激进，其将为父亲服丧的重要性置于为君
主服丧之上; 由此看来，政治上父权也比君权更重要。对此的争论，参见彭林: 《再论郭店简〈六德〉 “为父绝君”及相关问
题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01 年第 2 期; 魏启鹏: 《释〈六德〉“为父绝君”———兼答彭林先生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01 年第 2 期;
李存山: 《再说“为父绝君”》，《江苏社会科学》2005 年第 5 期; ［以］ 尤锐: 《展望永恒帝国———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》，
孙英刚译，王宇校，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 年，第 107 页。



《现代哲学》2023 年第 4 期

则唯利之见耳” ( 《荣辱》) ，又说“有师法者，人之大宝也; 无师法者，人之大殃也。人无师法，则
隆性矣; 有师法，则隆积矣。而师法者，所得乎积，非所受乎性” ( 《儒效》) ，还说 “故必将有师法
之化，礼义之道，然后出于辞让，合于文理，而归于治。用此观之，人之性恶明矣，其善者伪也”
( 《性恶》) 。

“性恶”更多是在自然人性的趋向上而言，要扭转此向恶的趋势，就必须有师法、善法因缘的外
力熏染。荀子说: “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，必将求贤师而事之，择良友而友之。得贤师而事之，
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; 得良友而友之，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。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，
靡使然也。” ( 《性恶》) 可见，荀子并非绝然主张性恶，其论性恶一是就人性自然趋向而言，二是就众
人之性而言。他没有完全排除有些人 “性质美而心辩知”，即天性善良聪明，但即便这样，也需要有
贤师良友的护持，需要闻见尧舜禹汤之道、忠信敬让之行，才能日进于仁义、天天向上，否则在邪恶
的环境中，也会陷于罪恶。因此，荀子非常强调学习的重要性: “国将兴，必贵师而重傅，贵师而重
傅，则法度存。国将衰，必贱师而轻傅; 贱师而轻傅，则人有快; 人有快则法度坏。” ( 《大略》) 这句
话强调师傅的重要性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能否尊师重教。当然，荀子这里所说的 “师”与 “法度”
密切关联，有着很强的政治性、伦理性。而在荀子最高的 “师”实际上还是圣王: “凡言议期命是
非，以圣王为师。” ( 《正论》) “学者以圣王为师，案以圣王之制为法，法其法以求其统类，以务象
效其人。” ( 《解蔽》) 他还解释“圣王”说: “圣也者，尽伦者也; 王也者，尽制者也; 两尽者，足以
为天下极矣。” ( 《解蔽》) 这样来看，圣王即是内圣外王，“圣”偏重人伦道德，“王”偏重创制立法。
在荀子看来，如果性善，人人都天然善良，就不需要圣王和礼义; 正因为性恶，圣王与礼义的价

值才得以彰显。荀子说: “今人无师法，则偏险而不正; 无礼义，则悖乱而不治。古者圣王以人性
恶，以为偏险而不正，悖乱而不治，是以为之起礼义，制法度，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，以扰化人之
情性而导之也，始皆出于治，合于道者也。今人之化师法，积文学，道礼义者为君子; 纵性情，安恣
睢，而违礼义者为小人。” ( 《性恶》) 这种意义上的圣王可以说即是君与师的统一，是大一统之明君。
荀子还说: “天地者，生之始也; 礼义者，治之始也; 君子者，礼义之始也; 为之，贯之，积重之，
致好之者，君子之始也。故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; 君子者，天地之参也，万物之总也，民之父母
也。无君子，则天地不理，礼义无统，上无君师，下无父子、夫妇，是之谓至乱。” ( 《王制》) 这里作
为“礼义之始”的 “君子”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即是上面所说 “起礼义，制法度”的 “圣王”， “君
子” “圣王”为人道之极，可以与天地参。 “参天地”的说法在 《荀子》及先秦典籍中多有出现。
“与天地参”或“参天地”，一方面从德性境界上来说可谓上下与天地合流同化，另一方面从功用方
面来说则表示其社会功勋可以比拟于天地生化万物，意义重大。
可以说，作为“治之本”的君师，其理想的统一形态是圣王。在没有“圣王”、君与师分离的状

况下，应该说“师”是最为重要的。康有为就特别强调这一点: “人有三本。天地者，生之本也; 祖
宗者，类之本也; 君师者，治之本也。三本孰为大? 曰: 师为大。人恶知天，圣师告我天而尊天; 人
恶知祖父，圣师告我祖父而亲祖父; 人恶知君，圣师告我君而事君。生与类皆由造物，治则在人道。
君之所治人道，曰礼义名分，纲纪政令，教化条理，文章正朔，衣服器械，宫室饮食事为，无一不出
于师，无一不在师治之内。”① 当然，这里所说的“师”是“圣师”，是孔子之类的“至圣先师”。

三、“天地君亲师”并提与香火牌位祭祀

东汉晚期道教经典《太平经》说: “太上中古以来，人益愚，日多财，为其邪行，反自言有功于
天地君父师，此即大逆不达理之人也。”② 此以 “天地君父师”为五大神圣性重要存在。徐梓认为，
“在《太平经》中，用的是‘天地君父师’这样一组概念。尽管它与 ‘天地君亲师’有微小的差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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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康有为: 《圣学会后序代岑春煊作》，《康有为全集》第 2 集，第 265 页，标点有改动。
《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第六十三》，王明编: 《太平经合校》上册卷 47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14 年，第 141、142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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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没有本质的区别，可以看作是 ‘天地君亲师’完整序列的最早出处”①。据刘宗周 《人谱类记》
载: “王文康公父训诲童蒙，必尽心力，修脯不计，每与同辈论师道曰 ‘天地君亲师’，五者并列，
师位何等尊重。”② 徐梓认为，这里的“王文康”是北宋王曙，“如果这一记载可信的话，则王曙父
亲的说法，就是继《太平经》的‘天地君父师’之后，‘天地君亲师’的最早提出”; 目前，基本可
以判定“‘天地君亲师’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开来、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，是在明朝中后期”。③

明朝弘治丙辰 ( 1496) ，刘麟在《山东按察司副使邵康山墓志铭》中说，邵康山“左图右史，检
饬蠲静，屏几盘盂，悉有箴铭。操觚染翰，遇天地君亲师字，必敛容端楷，虽造次亦然”④。可见，
明代中期“天地君亲师”在一些知识分子已具有某种特别的神圣性，但这里还只是对其持敬重之情。
黄浑在《潜谷邓先生元锡行略》中说，邓元锡曾 “修家祠，上则天地君亲师，左则祖，右则社，日
有参，朔望有祭”⑤，这表明此时“天地君亲师”成为一些人拜祀的对象。阳明后学杨起元说: “五
常曰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，五大曰天地君亲师。师友以道合者也，尊则师，亲则友，道无
形，故师友之功隐。五常、五大之有友与师也，犹五行之有土也。”⑥ 杨起元把 “天地君亲师”称为
“五大”，与“五常”人伦之道并称，认为师友以道合，如五行之土，这把师友的意义看得很高。明
儒李材说: “修身为本，只有一个本，随身所接，无非末者。延平曰: ‘事虽纷纭，还须我处置。’毕
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，运转枢机，皆是于我。离身之外，无别有本。虽天地君亲师亦末也。”⑦ 这里
强调“身”为本，家国天下实际上也是 “末”。这里把 “天地君亲师”看作外在于人身的重要神圣
性存在，但即便如此仍是“末”。晚明高僧智旭在 《周易禅解》卷 1 中说: “屯明君道，蒙明师道，
乾坤即天地父母。合而言之，天地君亲师也。”⑧ 可见，“天地君亲师”观念也影响到晚明佛学界。明
末陈龙正在《志是而教妄》一文批评佛教时说: “我循自然，彼拗本然，天地君亲师为五大，至彼而
独知有我，举五大而咸倍之。”⑨ 陈龙正以 “天地君亲师” “五大”为儒教区别于佛教的重要特征。
明末朱舜水的《天地君亲师说》一文，全文五段文字对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大义予以分别阐说。文
章最后朱舜水还自评说: “此文虽分五段，然总是一意。中间通以孝字贯之，盖孝为百行之原也。师
者立教明伦，统承天地，故第五段总包前四段在内，读者须自理会。主敬是一篇骨子，却一字不露，
中间更有主意在，明者当自得之。”�10 这句话强调“孝”与 “敬”贯穿 “五大”，而 “师”又为五大
之统领，突显了“师”的重要性。
“天地君亲师”观念的流行在晚明的一些小说中也有表现。如 《西洋记》第 14 回载，张天师对
万岁爷说: “天地君亲师，人生于三，事之如一。故此小臣为着家师，戴此重孝。”�11 又如 《封神演
义》卷 3 载，姬昌向纣王解释说: “臣虽至愚，上知有天，下知有地，中知有君，生身知有父母，训
教知有师长。‘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’五字，臣时刻不敢有忘，怎敢侮辱陛下，甘冒万死?”�12 可见，
在晚明“天地君亲师”观念已在社会上流传很广。到了清初，杨光先激烈攻击天主教与西洋历法，
在《辟邪论》 ( 1659) 批评天主教“令皈其教者，必毁天地君亲师之牌位而不供奉也。不尊天地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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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�10

�11

�12

徐梓: 《“天地君亲师”源流考》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2 期，第 101 页。
［明］ 刘宗周: 《人谱·人谱类记五·旷馆职》，北京: 商务印书馆，1927 年，第 25 页。
徐梓: 《“天地君亲师”源流考》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2 期，第 101、102 页。徐梓还指出: “当然，这一
说法见于明朝人的著述，有可能是刘宗周的追记，甚至有可能是用明朝末年已经通行的‘天地君亲师’的说法，径直表达王曙
父亲的意思。”
［明］ 刘麟: 《清惠集》卷 8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 1264 册，台北: 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 年，第 404 页。
［明］ 焦竑: 《国朝献征録》卷 114《儒林》，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橒曼山馆刻本。
［明］ 杨起元: 《证学编》卷 1，明万历四十五年余永宁刻本。
［清］ 黄宗羲: 《黄宗羲全集》第 15 册《明儒学案》 ( 三) 卷 31《止修学案》，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751 页。
［明］ 蕅益智旭撰、刘俊堂点校: 《周易禅解》卷 1，武汉: 崇文书局，2015 年，第 23 页。
［明］ 陈龙正: 《几亭外书》卷 2，明崇祯刻本。
［明］ 朱舜水撰、朱谦之整理: 《朱舜水集》卷 13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81 年，第 441 页。
［明］ 罗懋登: 《西洋记》，长沙: 岳麓书社，1994 年，第 99 页。
［明］ 许仲琳: 《封神演义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09 年，第 73 － 7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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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无头腹手足，踏践污秽而贱之也; 不尊君，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; 不尊亲，以耶稣之无父

也。天地君亲尚如此，又何有于师哉! 此宣圣木主之所以遭其毁也。乾坤俱汨，五伦尽废”①。此时，
“天地君亲师”牌位供奉被视为信奉儒教的重要象征，与西方的天主教信仰存在着严重冲突。清初姚
文然说: “今三尺童子莫不知天地君亲师，乃师之功德，所以与天地君亲配者，在此笔与舌而已。”②

清初廖燕说: “宇宙有五大，师其一也。一曰天，二曰地，三曰君，四曰亲，五曰师。师配天地
君而为言，则居其位者，其责任不綦重乎哉!”③ 这里也是以 “天地君亲师”为 “五大”，所云 “宇
宙有五大，师其一也”有点模仿《老子》第 25 章所说 “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”，廖燕也是特
别强调“师”的重要性。清初魏礼对此评论说: “天地君亲师五字为里巷常谈，一经妙笔拈出，遂成
千古大文至文。”④ 可见，在清初 “天地君亲师”的说法在民间已经很流行。康熙年间石成金说:
“天地君亲师，此五件，世上都该感激，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。切不可懈怠，做个忘恩负义的
人。”⑤ 感激、感恩可以理解，但早晚焚香叩谢确实有点过了。
康熙年间程汉舒在笔记中说: “今乡村人家，中堂之上，必贴‘天地君亲师’五字，不知起于何

时。人要看得此五字重大，亦不至大无忌惮。”⑥ 中堂上贴“天地君亲师”，在民国后乃至今天一些农
村仍很流行。雍正即位后对至圣先师孔子褒谕有加，“追封五代，并享烝尝”，他在上谕中说: “五伦
为百行之本，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。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，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，诚首出之
圣也。”⑦ 徐梓认为，“‘天地君亲师’被全社会特别是士人所接受，成为风行宇内的祭祀对象，和清
朝雍正皇帝《谕封孔子五代王爵》有关。雍正皇帝的上谕，主要标树的就是‘师’。正是借助这道上
谕，‘师’才最终完全确立了在‘天地君亲师’这一序列中的地位。”⑧ 由此，“天地君亲师”观念在
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进一步加大。到了晚清时期，周寿昌在《天地君亲师》一文中说: “俗以天地君
亲师五者合祀，比户皆然。”⑨ 乔松年说: “今俗以天地君亲师五者书于一牌，而朝拜之。”�10 可见，
在晚清拜祀天地君亲师在社会上非常普遍。影响所及，琉球等地也有此风俗。1756 年，周煌同翰林
院侍讲全魁受命前往琉球，册封尚穆为琉球国中山王，于次年正月回国，他在 《琉球国志略》中说
“贵家始有祠堂，又多以‘天地君亲师’五字供奉”�11。
车锡伦认为，“天地君亲师”五字排位出自明代中后期的罗教。罗教代表作 《五部六册》多处

说: “一报天地盖载恩，二报日月照临恩，三报皇王水土恩，四报爹娘养育恩，五报祖师传法恩。”�12

1596 年，罗清的私淑弟子苏州和尚兰风在为 《五部六册》作 “评释”时将这 “五恩”概括为一
“颂”: “天地君亲师，行藏原不昧; 古今圣贤道，动静自分明。”�13 车先生认为，这是目前所能找到
的“五字牌”的最早出处，认为“它虽源渊于荀子的‘三本’说，内涵却有变化，比如 ‘师’便指
‘祖师传法’，带有帮派的意味”�14。应该说，罗教扩大了 “天地君亲师”五字牌位的社会影响，但到
底是否为其最早出处，还很难说。前面提到邓元锡在修家祠时就立了五字牌位，这应该说早于罗教;
同时期的骆问礼也开始著文批评立 “天地君亲师”神位的民俗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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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余 论

明代中后期乡俗拜天地、供奉天地君亲师神位现象流行，当时一些学者站在正统儒家立场对此持
严厉批评态度。如曾任南京工部主事的骆问礼批评 “拜天地”社会现象时说:
乡俗凡事必拜天地，亦有供天地君亲师神位者，礼殊不经。自古天子祭天地，诸侯即不得祭矣，

而况于大夫士庶? ……考之经传令甲，并无拜天地之文可见矣。然则士庶不礼天乎? 曰: 出秩刍以供
郊社之祭，此其礼天地之职分也。①

骆问礼认为，祭拜天地是天子的特权，诸侯都没有资格，更何况平民，这是严重僭越，违反了礼
的精神。“秩刍”指按规定数量交给官家的草料，老百姓没有资格祭拜天地，只能为君王天子祭天作
些服务性工作，提供祭祀所需物品。这个看法流露出君主社会等级制对百姓的轻视，甚至可以说是蔑
视。明末大儒张履祥针对当时设置家堂、以“天地君亲师”为香火之神的社会现象也作了批评:
今按家堂香火之神，名义安仿? 至于天地君亲师五者，以为民生所重，则有之矣，而立一主以祀

之，则无义矣……故谓此主之立，直是无义，人未之思耳。②

与骆问礼的看法类似，张履祥也认为如是祭祀上帝、后天意义上的天地，是天子才有的特权。至
于“君”，如果是说去世的先君，则皇家九庙自有祭祀; 如果是当今圣上，则不应该奉为祭拜之神。
至于“亲”，祠堂已有先祖祭祀。至于“先师”，如果是指孔子，则国学、府州县学、书院都有崇祀;
如果是教导过自己的老师，实际上很多人在老师活着的时候与乃师感情就不深厚。骆问礼、张履祥将
祭天地、祭天看作天子的特权，平民不得祭天、祭天地。与他们的观点不同，康有为认为这是据乱世
的表现。在作于 1904 年或稍后的《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》 ( 简称 “国
教折”) ③ 中，康有为引述了《谷梁传·庄公三年》的 “独阴不生，独阳不生，独天不生，三合然后
生”，并说“《论语》子路请祷于天，孟子曰: ‘虽有恶人，斋戒沐浴，可以祀上帝。’然则孔、孟大
义，许人人祷祀天帝矣”④，强调人人皆有权利祷祀上帝，专制社会帝王独享祭天权也是据乱世的表
现。所引孟子这句话，1901 年康有为在《孟子微》中解释说: “恶人可祀上帝，则当时民间人人皆祀
上帝，可知此大地通行之礼，乃知惟天子郊禘祭天，为据乱之制。孟子传平世之学，固知人人祭天，
乃平世之制也。”⑤ 显然，康有为把人人可祭天、可以祷祀上帝，看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。与骆
问礼、张履祥相比，康有为的这一看法可以说有重要的启蒙和思想解放意义，体现了民主、平等的现
代精神。
到了清代后期，“天地君亲师”崇祀现象与多种信仰杂糅，变得更加复杂。如郑珍在 《遵义府

志》中说: “士民家必设香火，位于中堂中，大书 ‘天地君亲师位’，旁列孔子、文昌、关帝、灶神
各纸牌，多至十余位，少则通书一纸，旁止二小行，必承以板。有神主，即置其上。富者至为龛，镂
饰种种，兼世奉释道像至三五罗列。板下，位‘长生土地’，并朝夕焚香，有祷祀，必于此。”⑥ 针对
这种现象，遵义士人李凤翧批评说: “‘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’。冬至祀天于圆丘，夏至祀地于方泽，
天地非其时不祭，非其地不祭，非其人亦不敢祭也。孔子，大圣; 关公、文昌，明神，列于家庭亵地
可乎? 苗鬼、牛神、僧道、女尼杂于家龛俎豆之中，于理非宜，且祖宗之灵亦有所不安也。嗟乎!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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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第 151 － 152 页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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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之蔽，可以思矣!”① 应该说，骆问礼、张履祥、李凤翧对以香火供奉 “天地君亲师”的反思，站
在传统儒家经学的立场来看，是有道理的。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是为人所当敬重的五个重要存在，这
合乎儒家经典，但以香火供奉祭拜，确实有些不类。天地或者天，是万物生命的本源; 先祖 ( 亲)
为族类或个体生命的本源; “君”代表社会政治，可以表示人是社会性、政治性存在; “师”代表文
化教育，是人类文化文明的传递者、发扬者。民国成立后，君主专制社会瓦解，一些学人主张把
“天地君亲师”改为“天地国亲师”，以 “国”来表示人的社会政治维度。一些现代新儒家又认为，
国家是政治组织结构，不宜作为祭祀对象，应该改为 “天地圣亲师”。如蔡仁厚认为，“天地是宇宙
生命的本始，祖先是个体生命的本始，圣贤是文化生命的本始。这几个 ‘本、始’，都不可忽视，不
可忘本。这是儒家教化传统最为核心的所在”②。
近代严复基于“天地君亲师”观念对中西政教作了比较。他说:
盖西国之王者，其事专于作君而已。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，兼以作师，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

也，故又曰，元后作民父母。夫彼专为君，故所重在兵刑，而礼乐、宗教、营造、树畜、工商乃至教
育文字之事，皆可放任其民，使自为之。中国帝王，下至守宰，皆以其身，兼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之
众责，兵刑二者，不足以尽之也……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，而民之能事，无由以发达。使后而仁，其
视民也，犹儿子耳; 使后而暴，其遇民也，犹奴虏矣。为儿子、奴虏异，而其于国也，无尺寸之治
柄，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。③

应该说，严复上述看法还是比较深刻犀利的。西方政治重在兵刑、重法治，政府的职权职责范围
较小，很多专业的事情由社会自由发展。而过去中国帝王身兼 “天地君亲师”，权利很大，有无限责
任，政治、教化合一实则是一种道德的政治。
从观念上来说，由古代只有帝王才可以祭天祭地，到近代康有为强调人人可以祭天，这是思想的

进步。由视天地为敬拜的对象，到以天地为性命灵魂的来源，与以身体源自父母相对，这丰富了天地
与人的多元关联及其内涵的拓展。古典的“天地君亲师”观念，多是以 “君”为中心、核心，有着
很强的政治性。“君”统天地，兼亲师，往好方面说，这实际上就是对君王、对政治有很高的要求，
这种“王政”是道德的政治性，君王既要为民父母，又要有天地神圣性，是一种圣王; 而其弊端诚
如严复所说，社会的一切裹挟于政治之中，民主精神与个体自由及其社会开放性难以发展。在 “天
地君亲师”观念后来的发展中， “师”的地位越来越凸显，朱舜水、雍正、康有为等强调五大之中
“师”的重要性和根本性。应该说，这也是一种观念的进步。我们今天说 “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”，
实际上也是强调“师”。可见，传统的“天地君亲师”观念，予以合理的解释、阐发和转化，在今天
社会建构中仍可以发挥重要积极的意义。相对来说，笔者更赞成近代 “天地国亲师”的说法，一些
现代新儒家提出“天地圣亲师”，将“圣”予以独立强调，似无必要; 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，是人
类文明传承者，内含着“圣”的意义。

( 责任编辑 于 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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